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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发展回顾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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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是侧重生产和交换，忽视冲突和分配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近年来这一
趋势开始转变。本文基于效率与公平（配置与分配）不可分性，对冲突和协调影响制度变迁的研究
进行文献综述，归纳包含冲突与协调的制度变迁模型。研究表明：（１）制度经济学创立伊始，冲突和
协调就是其研究主题；历史制度主义应用“间断均衡”概念分析冲突对制度及变迁的影响，公共政策
理论则应用这一概念分析政策过程的稳定和变迁。（２）目前尚缺乏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诺
思、奈特、鲍尔斯等初步解释了个体、组群内和组群间三种途径影响制度变迁的过程；奥斯特罗姆分
析了多层次嵌套制度中的冲突与变迁的内生问题；诺思、阿西莫格鲁研究了不同社会秩序或制度组
合如何控制暴力（协调冲突）问题。（３）基于理论分析，可以探讨一个包含国家作用、社会秩序、认知
能力、群体冲突的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并就中国农地制度变迁问题做进一步研究，以解释农地收
益分配冲突、冲突影响农地制度变迁以及农地改革协调冲突等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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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谋生主要靠两种方式：一是生产与交换（经济手段），生产和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以便
与其他生产者进行交换，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二是掠夺与冲突（政治手段），占有一些非自己生产或创
造的产品和服务，着重于利益分配。与通过劳动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经济手段相比，人类的谋生更倾
向于采用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政治手段，但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几乎只关注了生产与交换，处理了经
济社会中的协调问题，而遗漏了权利问题，忽视了冲突与掠夺有着同样重要的经济学意义（Ｏｐｐｅｎ－
ｈｅｉｍｅｒ，１９１４；Ｗｉｅｓｅｒ，１９２７；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１）。

制度经济学在创立之初，就将冲突和协调作为研究主题。早期制度经济学以及后制度经济学都
认为新古典理论夸大了“看不见手”的作用，市场效率的真正含义来自于制度（Ｂｒｏｍｌｅｙ，１９８９；徐桂
华、魏倩，２００４）。制度既关乎配置也涉及分配，制度变迁既是对价格变化、新偏好等市场激励的回
应，也是对政治领域等非市场激励的回应，好的制度安排应该对缩小贫富差异以及协调权利不平衡
有所贡献，使富裕阶层适应而非操控公共利益（Ｖｅｂｌｅｎ，１８９９；Ｃｏｍｍｏｎｓ，１９３４；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１９７３；

Ｂｒｏｍｌｅｙ，１９８９）。新制度经济学建立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一开始强调生产与交换所涉及的交易成
本、相对价格等是决定制度安排以及引致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Ｄｅｍｓｅｔｚ，１９６７；Ｄａｖｉｓ　＆ Ｎｏｒｔｈ，

１９７１）；然而，对冲突与掠夺的忽视使其无法很好地解答无效率制度为何长期存在的难题。近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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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逐步将有限理性的含义从单纯的信息成本约束扩展至人的信念和认知，将政治交易、群
体冲突和协调等难题明确列为研究主题，同时也引入演化博弈的动态分析以弥补新古典的静态成本

－收益分析方法的不足，研究的领域和方法都得以大大拓展。在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冲突与制度
变迁的研究也比较丰富。历史制度主义对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制度变迁呈现的“间断均衡”状态研究
有较完善的分析框架；公共政策中的间断均衡理论则侧重探究政策过程，研究冲突对政策的稳定和
变迁的影响。

制度主义学者们如诺思、奈特、鲍尔斯、奥斯特罗姆、阿西莫格鲁等，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
视角分析了冲突的发生、冲突影响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协调冲突的过程。我国学者对制度变迁中的冲
突及协调问题的探索研究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了制度变迁过程受制于社会中利益集团的权力结
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方式的选择，以及国家在制度变迁中既要满足自身偏好和利益，又要尽可能考
虑各利益主体的制度需求；既要有助于向市场经济过渡，又要控制在政治、财政、社会可承受限度内
（杨瑞龙，１９９４）等重要观点。然而，目前的文献尚未对这些冲突与制度变迁研究进行较系统的梳理
和对比分析，而且缺乏将国家作用、社会秩序、认知能力、群体冲突整合在一起的完整的制度变迁理
论。本文基于效率与公平（配置与分配）不可分性（Ｂｏｗｌｅｓ，２００４），对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管理学中的
制度主义发展特别是冲突和协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进行文献综述，归纳包含冲突与协调的制度变迁
模型，并尝试对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进行探讨。

二、分配冲突与社会效率：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

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对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正在逐步融合。首先，在经济学
领域，２０世纪初制度分析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凡勃伦、康芒斯为制度经济学的
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渐被忽视，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才
重新复苏。制度经济学复兴过程中出现了两类学派：一是沿袭了早期制度经济学派思想的后制度经
济学派，二是以新古典主义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贾根良，１９９９；蒋雅文，２００３；徐桂华、魏倩，

２００４）。其次，随着新制度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兴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政治学领域的新制度研究
也有了长足发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①从不同视角探索制度的起
源与变迁。再次，在管理学领域，２０世纪末间断均衡理论引入公共政策，学者们试图解释政治过程
呈现的均衡与间断的变迁现象。随着制度主义的发展，在三个学科领域中对利益冲突的研究得到了
更广泛、更深层的探索。

（一）早期制度经济学
早期制度经济学把演化看作是理解制度变迁的基本方法，认为制度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

果，也是集体行动从冲突中创造利益的产物。达尔文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了早期制度经济
学，这一时期的制度学者把演化视为理解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认为新古典主义的静态
和均衡思想并不能科学地解释经济问题（徐桂华、魏倩，２００４）。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学者是凡勃仑与康
芒斯，二者均强调既得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凡勃仑认为有闲阶级为了维护现实中的利益而阻
碍革新，康芒斯则强调制度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从冲突中创造利益的产物。

凡勃仑（Ｖｅｂｌｅｎ，１８９９）将制度定义为一种盛行的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而将制度变迁解释为思
维习惯的适者生存以及个体对环境的强制性适应过程。在凡勃仑的理论中已初现制度与个体习性、
环境等因素互动演化的思想，他认为个体生存的环境会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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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套规则和激励机制，其从个人理性的微观视角，分析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对
政治活动和制度运作与发展的影响；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规范和文化，其从组织内部文化与行动角度，解释为
什么有些组织采用了一系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以及这些制度是如何在组织之间或跨国界传播；历史制度
主义认为制度是连续的，其借鉴了前两分支，从集体行动以及制度历史演变等方面，分析制度的起源与变迁过程
（Ｈａｌｌ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６；Ｒｈｏｄ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刘圣中，２０１０）。



变，制度本身也能反作用于个人，促成个体习性的优胜劣汰，并通过新制度促使个人习性更加适应不
断变化的环境。凡勃仑对制度变迁的理解内嵌于对阶级分析与批判之中，富裕阶级不断增强有利于
自身利益的社会规范，能够在维持现状中获得不值得称道的既得利益。富裕阶级对制度的操纵以及
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制度变迁并不一定会朝着有效率和最优结果的方向演进（徐桂华、魏倩，

２００４）。即使是以自由和非干预主义为信条的奥地利学派，学界也同样重视制度演化的无效率问题
和政治力量的重要作用。门格尔（Ｍｅｎｇｅｒ，１８８３）提出自发演进的制度并不一定趋于有效，而维塞尔
（Ｗｉｅｓｅｒ，１９２７）也强调社会秩序产生于政治人物与大众的权力冲突之中。

与凡勃仑不同，康芒斯（Ｃｏｍｍｏｎｓ，１９３４）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定义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和“自然
选择”范畴，他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制度变迁是“人为选择”，其目的是从冲突中创
造秩序。他对这一过程的解释是，冲突、依存和秩序构成了一切交易的基础，每个参与者总想在经济
交易中取多予少，所以交易中总是存在一种利益冲突。同时，个人又必须依赖别人在管理的、买卖的
和限额的交易中的行为才能生存，他们必须在某种集体强制下达成一种实际可行的协议。康芒斯的
理论中也体现了制度与个体行为共生演化思想，制度能够限制个人行为，虽然个体不能任意摆脱法
律和政策的限制，但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个体也会采取行动以影响现存的制度安排。

虽然凡勃伦和康芒斯对制度变迁分析视角有所不同，但二者均侧重于制度变迁中的冲突问题，

对利益冲突会诱发制度变迁持肯定态度（蒋雅文，２００３）。此外，两位学者均提出制度与个体行为共
生演化的思想，这一思路在今天的制度分析中仍是重要且复杂的研究难题。与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
度学相比，虽然早期制度经济学未能形成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和数理模型，但其对意识形态、制度的共
生演化、集体行动的冲突与协调等方面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后续的制度分析奠定了坚实
基础。

（二）后制度经济学
后制度经济学进一步指出，市场有时并不能够自我纠正，它的自由建立在制度约束之下；制度变

迁不单是为了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在权衡对谁有效率。后制度经济学同样反对新古典市场主导经
济体系的观点，但并没有完全否定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以及市场中的价格变化对制度变
迁的引导。加尔布雷思和布罗姆利两位学者均分析了垄断势力和制度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提出市
场内嵌于制度之中，并不能独立地协调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矛盾与冲突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偏
好以及制度的积极作用。

加尔布雷思（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１９７３）对新古典信赖的市场权利的否定在于，具有垄断权力的群体并不
服从市场自由竞争规则，垄断势力总是千方百计地影响政府，通过获得政府的支持来控制市场。经
济体系中的两种群体“计划体制（能够操纵价格并支配消费者的群体）”与“市场体制（势单力薄的较
小企业）”之间存在大量的矛盾和冲突，而解决关键在于政府的偏好。真正有效的制度变迁是缩小两
种体制权利的不平衡，使计划体制（垄断势力）适应而不是驾驭公共利益。改革需要分三个步骤：首
先，大幅度提高市场体制的权利和能力，缩小两种体制在发展中存在的权利和收益分配上的不平衡，

以便改善市场体制的谈判地位和谈判力量，减少计划体制对它的剥削，加尔布雷思称其为“新社会主
义”。其次，设计计划体制的政策改革，要对政策的目标进行调整，使之适应而不是驾驭公共利益，要
让国家资源为公众而不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第三，国家控制的不是一种经济，而是两种经济———一
种受市场的支配，而另一种则要听命于他的组织的指令。

布罗姆利（Ｂｒｏｍｌｅｙ，１９８９）同样认为新古典所强调的市场并不是万能的，效率的真正含义来自于
制度。他对效率源于制度的解释是，市场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个人的市场选择是由存在的制度安排
以及个人收入条件所决定的选择集中做出的，制度界定了有益可图的交换范围。选择某个有效率的
结果，实质上就是去选择制度的结构和其对应的收入分配，所以制度变迁的关键问题不是提高效率，

而是权衡对谁有效率。然而，布罗姆利并没有完全否定新古典思想，虽然更加偏重研究利益集团的
分配冲突，但仍然给出了制度变迁动因更全面的分析。他认为，制度变迁既是对价格变化、消费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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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新偏好等市场压力的回应，也是对政治领域的非市场压力的回应，市场与非市场的混合依赖于
每一种途径中发生的成本和可能的潜在收益。更进一步地，布罗姆利的更大突破是将影响制度变迁
的分配问题细化，提出制度交易①不单是为了提高效率，或者是收益重新分配，还是为了重新分配经
济优势和经济机会②。

后制度经济学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多地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传统，前者否定新古典市场万能论而
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后制度经济学相对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的进步在于：一是指出新古典理论中的
“效率”只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循环论证，制度变迁应有利于实现更广泛的分配目标。二是并未完
全否定新古典的分析工具，制度变迁既是对市场压力的回应，也是对政治领域的非市场压力的回应，

是对每一种回应途径中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徐桂华、魏倩，２００４）。
（三）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早期沿袭了新古典的静态分析思想，将制度变迁归因于降低交易成本、回应相对

价格的变化等；但随着分析方法的进步，新制度经济学建立起一系列演化博弈模型，制度变迁的研究
逐步转向了群体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是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大
致分为新古典模型阶段、突破新古典静态分析范式时期以及演化博弈分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至８０年代中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古典模型阶段，市场扮演着
重要角色，交易成本、相对价格变化等是制度变迁的动力；研究并没有完全忽视利益集团间的斗争，

认为制度供给与否取决于利益集团的成本－收益。早期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落脚点几乎都建立在“交
易成本”概念之上（徐桂华、魏倩，２００４），提出人们在追求新的成本—收益的过程中会形成新的产权
形式，当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Ｄｅｍｓｅｔｚ，１９６７；Ｄａｖｉｓ　＆ Ｎｏｒｔｈ，

１９７１）。进一步地，交易成本被更广泛的影响因素相对价格所包含，相对价格的变化激励了更有效率
的制度变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并没有完全忽视利益冲突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无效率
制度之所以长期存留，是由于统治者因财政上的需要而只顾及短期利益，致使个人激励与社会福利
发生背离（Ｎｏｒ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７３）。基于新古典模式的拉坦－速水制度变迁模型（Ｒｕｔｔａｎ　＆Ｈａｙａ－
ｍｉ，１９８４），给出了一个较全面的分析框架，技术、要素禀赋等影响着制度变迁的需求，而影响制度供
给变化的集体行动则牵涉不同既得利益集团间的斗争。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利决定了社会能否接受制
度变迁的收益－成本，如果创新的预期收益的增长对政治家来说超过创新动用的必要资源的边际成
本，那么制度创新就会供给；反之，制度创新就不会在一个社会最优的水平上实现。利贝卡普（Ｌｉｂｅｃａｐ，

１９８９）从产权缔约的视角提出，产权所有者能否成功地在资源价值变化时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产权界
定，取决于他们与新产权需求者之间政治力量的对比，而政治家对新产权需求的反应受到相对价格变
化的影响。关于分配问题的冲突程度和达成制度协议受到许多因素影响，例如制度变化带来的预期总
收益大小、谈判各方的数目和异质性、现有的和拟议中的分配的扭曲程度以及信息问题等。

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至２０世纪末）是突破新古典静态分析范式时期，虽然仍以市
场效率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重点，但逐步将随时间演进的“适应性效率”、人的信念和认知以及
国家理论等引入研究，这些转变为研究制度变迁中的冲突问题做好了准备。“适应性效率”概念的提
出，意味着新制度经济学不再仅考虑生产理论中的效率问题，而是更关注经济随时间演进的各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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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制度交易是指在对新的经济条件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发生的意在确立新制度的结构中的活动（Ｂｒｏｍｌｅｙ，１９８９）。

旨在提高效率的制度交易是为了增加净国民收入，动机和结果都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这些变化是由相对稀
缺性（价格）变化而不是偏好等变化驱动的。旨在重新分配收入的制度交易是建立在社会福利函数的变化而不是稀
缺性的变化基础上的。旨在重新分配经济机会的制度交易反映了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方式相关的新的有政治发
言权的社会偏好。在经济仍然和过去一样有效率情况下，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制度变迁或者起因于社会效用关系的
变化（安全等），或者起因于社会福利的考虑变化（劳资双方权利等）。旨在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交易反映了强有
力团体保护自身的利益能力，某些成员能够消除主导地位的社会效用和福利概念以提高他们的相对地位，寻租是重
新分配经济优势的代表（Ｂｒｏｍｌｅｙ，１９８９）。



则（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０）。此外，对“有限理性”的研究有了更深入的探索，不再局限于信息成本约束产生的
有限性，而是越来越重视人的信念、认知以及意向性等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但这一时期研究存在
的问题是，虽然意识到制度变迁动态过程影响长期经济绩效，国家对制度变迁的“适应性”起关键作
用，以及信念、认知和意向性等“有限理性”与制度变迁的关系复杂，但研究并没有就这些作用机制给
出更具体的分析，缺少可以将理论进一步形式化、量化的研究。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一阶段没有
改变以市场效率为主的研究重点，但是逐步将动态的“适应性效率”、人的信念和认知以及国家理论
等引入理论，为研究制度变迁中的冲突问题做了铺垫。

第三阶段（２１世纪初至今）是演化博弈分析阶段，制度变迁研究重点转向利益集团的冲突问题
上，制度变迁不仅受成本－收益影响，还可以用社会中相关资源不对等的变化来解释；制度变迁的博
弈分析初步形成一个冲突理论框架，还为不同国家协调冲突、促进国家发展转型提供了思路。奈特
（Ｋｎｉｇｈｔ，１９９２）以博弈分析为基础，提出制度不是为了限制群体或者社会避免次优结果所创设的，而
是社会结果所固有的实际分配冲突的副产品；制度是否有社会效率，取决于那些在分配上有利于行
使自身策略优势的行为人。制度变迁是再分配性质的，有两个一般性问题需要被阐明：一是制度使
哪些人系统性受益？二是受益人是如何得到这些利益的？这便引出了社会中力量的不对等的问题，

即制度变迁可以用社会中相关资源不对等的变化来解释，资源不对等的变化反映了协议力量分配中
制度性的改变，从而制度变迁可归纳为：（１）对于结果或力量变化的确认；（２）个人互动层次上进行的
改变；（３）为达到新的均衡组合而在策略上的逐渐变化，导致在新确认的规则上的一致。除了构建博
弈分析框架，更复杂博弈模型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很广泛，肖特、青木昌彦以及鲍尔斯构建的博弈模型
初步形成一个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

同时，新制度经济学也以历史博弈视角，对近代市场秩序及其制度的演进过程展开讨论（韦森，

２００９）。诺思、阿西莫格鲁等学者从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视角，分析了制度的重要作用以及不同社会
秩序对暴力、冲突限制和控制的影响。诺思等（Ｎ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将整个人类历史中出现的社会秩
序分为三类：觅食秩序、权利限制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后两者是目前世界国家的普遍形态；而阿西
莫格鲁和罗宾逊（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２）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性
政治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概念。两位学者对制度的分类有相似也有不同，诺思描述的权利限制秩序对
应阿西莫格鲁的汲取性制度，而权利开放秩序对应包容性制度。不同在于，诺思将非人际化关系作
为研究核心，认为只有实施非人际化关系的组织，暴力才能被制度控制；而阿西莫格鲁将经济与政治
制度区分开，且更强调政治超越于制度之上，利益群体谁会胜出取决于政治权利在社会中的分配。

进一步地，有关冲突与制度变迁的一些前沿文献也通过案例和理论分析阐述了冲突对制度变迁
的影响。例如，Ａｒｏｎ（２００３）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制度改革的调查发现，制度会因冲突（如战争这种
极端的冲突形式）而改变，制度变迁取决于冲突的规模、持续时间和类型；同时，缓解冲突的制度（如
有效的合同法和产权制度）有利于市场的发展和培育，例如，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如小额索赔法庭和
仲裁）可以促进市场交易。Ｈｅｌｍｓ　＆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５）提出，冲突的协调是制度变革的催化剂，有利于实现
和解和合作、谈判、争论和补偿等冲突管理策略的制度变迁，能够有效协调多方冲突。Ｈａｃｋｅｒ（２０１５）认
为，制度常出现“漂移”和“转换”这两种方式的变迁：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国家有意维持原有制度不
变而导致制度结果发生变化时，制度便会出现“漂移”，而当国家重新定义模糊制度或利用自由裁量
权将制度转向新目标时，制度就会发生“转换”；忽视这两种变革的学者们，无法探察统治者与利益团
体的政治联盟可以在不对广大公众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改变治理的方式和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早期与其他两学派的观点差异较大，尊崇新古典主义思想，将市场效率作为影响
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则突破了新古典的静态分析范式，融合了许多其他学派
的理论。例如，重视利益集团的冲突、制度与个体认知和行为的共生演化以及制度变迁的多重均衡
等。并且，新制度经济学在二者基础上建立了更形式化、数理化的理论分析模型，在引入演化博弈分
析工具之后，新制度经济学具备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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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融合了许多制度经济学思想，也运用演化分析方法、个体理性偏好假设等，分析利

益集团的冲突问题，尤其对制度变迁呈现的“断裂平衡”（或间断均衡）状态研究有着较完善的分析框
架；路径依赖使冲突的各方之间在旧制度之下维持某种平衡，而潜在冲突、环境变化会破坏制度的稳
定复制模式。历史制度主义（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聚焦于国家制度、体制、经济政策和制度变
迁，研究因资源稀缺而展开竞争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如何赋予某些利益以特权而
排斥另外一些利益（Ｈａｌｌ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６；何俊志，２００４；刘圣中，２０１０）。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起源和变迁受旧制度引发的潜在冲突以及旧制度在新环境下所面临
的危机等影响。何俊志（２００４）在谢茨施耐德（１９７５）的冲突分析框架①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框架②

下，结合代表学者的研究，将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种：一是，某些利益集团为了在将来
的政治博弈中获利而有意挑起冲突，打破旧制度并创造出新制度；二是，当面临环境变化形成的机会
和可能时，旧制度可能产生出新冲突，新制度的形成取决于旧制度的冲突结果；三是，新观念的输入
可能会使旧制度下的某些集团去重新思考他们的利益，并引起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对原有制度的
改变（何俊志，２００４）。

长期来看，制度变迁呈现“断裂平衡”（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的状态，在断裂期制度快速变化，
而在随后的平衡期制度又重新恢复稳定（Ｋｒａｓｎｅｒ，１９８４；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６）。政治冲突中形成的制度会
进入一个路径依赖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人们依据制度来提取社会资源，使个人社会化，社会对制度
的适应性极大地增加了退出现有制度安排的成本，制度与环境之间、制度内部的各项制度之间和冲
突的各方之间在旧制度之下都保持着某种平衡（Ｋｒａｓｎｅｒ，１９８４；Ｐｉ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０）。随着时间的推移，除
了利益集团的潜在冲突以及旧制度在新环境下所面临的危机等导致旧制度的“断裂”，不同政策流之
间的交叉和相互作用也会促使新制度萌芽。Ｗｅｉｒ（１９９２）和Ｐｉ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０）所关注的不同政策流之间
的冲突，即“碰撞”（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差距”（ｇａｐｓ）和“滞后”（ｌａｇｓ）③等会破坏制度随着时间推移而形成的
稳定复制模式，从而为制度的演变和变化提供契机，促使制度朝着与原来不同的方向发展（Ｔｈｅｌｅｎ，

１９９９）。在这一时期，新制度的形成取决于政治冲突各方力量的对比，一旦正式走入了某一制度之
后，制度的路径依赖机制又会使得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直至新的危机的出现。

（五）公共政策理论
公共政策中的间断均衡理论提出，政策运行存在着“断裂平衡”的变迁特征；在政策垄断阶段，子

系统政治（利益群体）只能渐进式调整制度形象，现有的政策会呈现均衡状态，而当政策问题无法在
子系统内得到解决时，对问题的处理便会通过政策议程切入宏观政治（国会等），政策面临重大变迁
的可能。鲍姆加特纳和琼斯（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３）将间断均衡理论引入公共政策领域，试图
解释一个常见的政策变迁的现象：政治过程常呈现稳定或渐进变化的状态，但偶尔会产生与过去的
大规模背离（Ｔｒｕ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政策的均衡与间断两种状态的形成源于宏观政治（如国会、总统等）
和子系统政治（不同利益群体等局外人）之间的互动。

公共政策在政策议题的权威决策机构或团体形成的政策议定场所（ｐｏｌｉｃｙ　ｖｅｎｕｅ）中被理解、讨
论和评价，政策议定场所决定了政策形象（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ａｇｅ）。正面政策形象是公众积极支持政策，而负
面政策形象则是指公众消极抵制政策。政策的正面形象为政策垄断提供了机会，此时政策的制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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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切组织形式都倾向于发展某些冲突倾向而抑制另一些冲突，因为组织本身就是对某种倾向的动员。某些议
题被组织化进入政治过程，而另一些议题则被排除在外（谢茨施耐德，１９７５）。

主要是借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个体偏好确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观点，以及将政治主体定义为争取利益和
权力而斗争的行动者。

“碰撞”是指不相关的两个政策流的冲突，例如“向贫穷开战”和民权运动对美国就业政策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差距”是指不同政治层面，如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政策冲突；“滞后”是指由于未考虑短期和长期因素而产生的政
策流冲突（Ｗｅｉｒ，１９９２；Ｐｉ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０；Ｔｈｅｌｅｎ，１９９９）。



集中而封闭的体系决定，政策变迁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负反馈作用发挥主要作用，利益群体通
过渐进调节和反动员的方式渐进式调整制度形象，现有的政策会不断地制度化而呈现均衡。但是，

子系统政治内部垄断并不完全，利益群体试图在与自己利益关联的政策领域建立起一种排他的政策
转变。当利益群体的政策信念动摇或两类政治之间的互动发生变化时，焦点事件的爆发或政策体制
摩擦（政府获取信息、信息处理以及决策成本）加剧，政策问题无法在子系统内得到解决，政策形象就
会由正面转向负面，政策议定场所也由垄断转向开放，对问题的处理便会通过政策议程切入（ａｇｅｎｄａ
ａｃｃｅｓｓ）宏观政治，并且正反馈作用出现。导致旧的政策子系统改变或新政策子系统生成，政策面临
着变迁可能。新议程启动使政策实现了间断式的发展，政策变迁进入新一轮的平衡。

三、冲突的发生与协调：经典模型及国家作用

虽然目前制度主义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制度变迁中的分配冲突与协调，但不同学派、不同学者重
点研究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为了探究冲突与制度变迁间的作用机制，需要融合不同学者的经典理
论，从为什么会存在冲突，冲突如何发生、如何解决冲突三个问题入手，探索一个较完整的制度变迁
理论框架。

（一）为什么存在冲突：市场缺陷与制度的分配效应
首先，人类的谋生方式不仅是生产财富，还包含通过冲突来决定谁获得财富。人类的生产与交

换、掠夺与冲突两种谋生的方式中，传统经济学几乎只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处理
了经济社会的协调而遗漏了权利问题；但事实是，集体行动不单是为了提高效率，还是为了重新分配
收益，以及重新分配经济优势和经济机会（Ｗｉｅｓｅｒ，１９２７；Ｂｒｏｍｌｅｙ，１９８９；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１）。其次，经
济的交易里参与者总想尽可能地取多予少，但各方权力和所处的地位并不平等。在社会经济活动
中，不同群体间是互相依赖不断发生着交换关系，都在寻求如何保护个人的地位、权威以及如何增加
自己的收益（Ｃｏｍｍｏｎｓ，１９３４；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１９７３）。但由于社会中的分工固化，使具有社会优势地位的
部分群体享受特殊权利，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这种机会与权利，对共同利益的直接参与权逐渐被剥
夺（叶普万，２００４）。第三，市场的自然力量并不能解决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问题，而当制度的内在缺
陷使其无法行使分配效应时，冲突便形成了。在稀缺性普遍存在的社会里，市场确定的工资水平激
励生产提高效率，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经济体系不会自行趋于均衡，依靠市场的自然力量并不能使
人人得到满足达到平等（Ｐｈｅｌｐｓ，２０１３）。当市场无法解决分配问题且社会制度安排存在内在缺陷
时，制度产生行为人没有预期到的分配效应，那么人们便会寻求改变的动机（Ｋｎｉｇｈｔ，１９９２）。

（二）冲突如何发生：六个典型的冲突与制度变迁模型
以下六个典型的理论模型描述了冲突的发生、冲突影响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协调冲突的过程等。

这六个模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前三个模型（诺思的行动集团模型、奈特的分配冲突与制度变迁模型
及鲍尔斯的组群冲突与制度变迁模型）是自下而上的视角，以个体→组群内→组群间的冲突为分析
对象，试图解释外生变量（如分配不平等、相对价格的变化、技术的改变等）如何引发不同组群间的冲
突与行动集团间的合作，冲突与合作的具体过程，以及冲突结果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等问题。第四个
模型（奥斯特罗姆冲突的多层次制度变迁模型）更倾向自上而下的视角，将集体行动与制度层次和制
度变迁连接在一起，旨在解决多层次嵌套制度中组群冲突与制度变迁的内生性问题；最后两个模型
（诺思暴力与社会秩序模型、阿西莫格鲁冲突与制度的四维度模型）则以更长期、更完整视角，分析人
类不同社会秩序或制度组合如何控制暴力和冲突以及冲突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影响机制。

１．诺思与戴维斯的行动集团模型。诺思和戴维斯（Ｄａｖｉｓ　＆ Ｎｏｒｔｈ，１９７１）的行为集团理论使用
行动集团来分析制度创新。模型中的行为集团分为初级行为团体（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和次级行
为团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前者启动制度变迁通过制度创新来增加收入（例如企业联盟、政治
联合体）；后者协助前者发起制度变迁（如公司委员会），制度创新可能不会使其收入增加，但是如果
被新制度赋予一定的权力情况下，初级行动团体的部分收入能够转移。制度创新的过程主要分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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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个阶段：（１）一些外部因素发生变化为某些人提高收入提供了机会，当这些行为人意识到潜在的
利润存在和现存制度问题的制约时，他们会组成一个初级行为团体，或者已存在的行动团体调整目
标到获取这些潜在利润。（２）如果不存在任何可替换或净收益现值小于零的制度安排，初级行为团
体创造新的可备选的制度安排；如果一个或多个经济可行的安排存在，初级行为团体会选择一个报
酬最高的安排。（３）备选的制度安排一旦选定，次级行为团体将通过制度装置，协助初级行为团体发
起制度创新，在新制度安排中获取外在于现有制度安排的收入。初级和次级行为团体一旦获得利
润，制度系统便复归均衡，除非一些外在事件又产生新的外部利润，均衡将再次被打破。

２．奈特的分配冲突与制度变迁模型。基于社会生活互相依赖的属性，策略行为人必须预测别人
的行为，以便自己做出最佳选择，设法限制他人策略以确保自身选取的策略（Ｋｎｉｇｈｔ，１９９２）。制度为
行为人提供双方行为预期所需的信息，行为人则在此基础上选择最大化自身收益的策略，也就是说，
制度影响策略行为人的选择，从而影响收益分配结果。但是，当产生社会利益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发
生变化，改变了规则所产生的长期利益，或者当现存的制度产生行为人没有预期到的分配效应时，行
为人相对力量发生改变，利益分配出现不对等，进而影响行为人对制度的偏好，并促使行为人采取有利
于自身的策略，影响行为人进行制度变迁的动机，从而形成利益分配冲突（Ｋｎｉｇｈｔ，１９９２）。制度变迁是
行为人之间的竞赛，他们力争变迁的制度会产生最有利于自身的结果，竞赛的成败取决于行为人迫使
他人违背自身意愿行动的相对能力。制度发展和变迁成为群体成员之间的一种持续的讨价还价博弈。

３．鲍尔斯的组群冲突与制度变迁模型。鲍尔斯（Ｂｏｗｌｅｓ，２００４）认为，人类经过基因遗传和文化
学习取得偏好，会根据两方面信息加以更新偏好：一是和他人相比，自身的相对支付水平；二是组群
中各类特征出现的频率，这些均受经济或其他制度的影响；同时行动者的偏好又影响制度变迁过程。
因此，制度与偏好是一个类似于生物的种群竞争的演化过程。制度变迁主要有三个来源：对外生长
期趋势的适应性（如技术变迁和物理环境）、机会和集体行动的共同作用，以及机会和群组间的共同
作用。制度变迁具体包括三个互动过程，即个体间的互动、组群内互动、组群间的互动：（１）从个体之
间的互动来看，制度影响异质性偏好的个体的交往的特征以及所期望的回报等；个体在选择行为时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形成个体间的竞争和冲突，从而引起制度变迁。（２）从组群内的互动来看，集
体行动形塑了制度变迁：一是通过改善自身和其他人福利的愿望所推动的有意识行动影响制度；二
是通过平衡组群内个体间的权利产生的集体行动改变制度。（３）从组群之间的互动来看，鲍尔斯认
为个体不仅存在利己行为，当涉及群体行为时，利他者的存在会提高组群整体的赢利。当组群之间
发生冲突时，具有更高的总支付的组群将取胜，并逐步同化失败组群的文化，取得成功的组群的扩充
则促进了其规范更广泛的传播，从而形成新的制度。

４．奥斯特罗姆的冲突与多层次制度变迁模型。奥斯特罗姆（Ｏ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建构了一个多
层嵌套的制度分析框架，其中包含了四个层次的制度规则：操作规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直接影响个
体行为者的日常决策；集体选择规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ｈｏｉｃｅ　ｒｕｌｅｓ）是选择“操作规则”的规则，例如确定谁
有资格更改操作规则；宪法规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ｒｕｌｅｓ）则是“集体选择规则”的规则，同样能够
决定集体选择规则的制定；也可能存在“元宪法规则”（ｍｅｔ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如内战），即“宪法
规则”的规则，这一层次近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更高层次的规则变革更困难，也更昂贵；而当一
个层次的规则发生改变时，更高层次的规则被视为外生变量。规则实现变革的要点是：（１）规则型塑
（ｆｒａｍｅ）舞台（ａ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ｎａ）中的情境（ａ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①和行为者的行动，而行动结果可能与其预期
存在偏差，行为者便会对自己的预期实现的几个备选规则进行评估，包括变革产生经济效率（资源配
置的净收益）、分配公平②，规则的适应性和稳健性、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等；（２）至少有一个“最小联
盟”在同一备选规则上达成一致才能发生变革，而“最小联盟”的构成是由更高层次的规则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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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情境是不同偏好的参与者互动、交换商品和服务、解决问题、合作与冲突的社会空间（Ｏ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５）。

基于个人不同贡献和不同支付能力而进行平等的利益分配，并倾向于将资源重新分配给贫困的个人和群体
（Ｏ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５）。



（３）如果有多个不同的联盟，哪一个联盟能够在冲突中获胜取决于联盟的相对资源及其谈判实力；
（４）如果变革后规则的受益者不需要补偿失败者，那么受益者联盟可能会阻止有效率的变迁或实施
低效的变革。

５．诺思暴力与社会秩序模型。诺思等（Ｎ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将整个人类历史中依据社会发展水平
由低到高分为三类秩序：觅食秩序（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权利限制秩序（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ｒｄｅｒ）和权利开放
秩序（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ｒｄｅｒ），后两者是目前世界国家的普遍形态，其中，大部分国家处于权利限制秩序
状态。然而，社会秩序的发展并不一定沿着这三种秩序并朝着最优的方向发展，支配联盟的瓦解、外
部冲击的出现等都有可能使国家迅速地退回到初级社会等级。

首先，权利限制秩序中的精英形成内锁的（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①支配联盟，通过建立保护人—客户网络
（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建立支持政权、履行职责和克制暴力的可信承诺；同时，将获得有价值的资
源（如土地、劳动）的权利限制在联盟内，借此设立租金形成了联盟内部合作的激励。社会中大部分
是人际化关系网络，制度以设立租金的方式控制暴力和协调冲突。其次，依据国家的结构以及国家
对组织权力的限制程度不同，权利限制秩序可以分为脆弱的、初级的和成熟的三类。脆弱的权利限
制秩序在面对内外部暴力和冲突时，支配联盟的承诺是易变和不稳定的，无法维持一个针对组织结
构、有着复杂规则的制度系统；初级权利限制秩序则能够建立起与国家有直接关联的组织的制度结
构，但限制私人组织的权利会减弱，而国家内部建立长久合约的能力逐步增强；成熟的权利限制秩序
有着长久的制度结构为国家服务，并且有能力支持处于国家框架之外的组织，发展更加复杂的公共
和私人组织，以及更多明晰的公法与私法。再次，诺思将“对精英的法治；公共或私人领域内的永久
性组织；对军队统一控制”称为由权利限制秩序转向权利开放秩序转型的门阶条件。权利开放秩序
与权利限制秩序不同，一系列严谨明晰的制度安排提供支撑法治、权利开放和竞争的可信承诺，其通
过合法的使用军队控制权和开放权利来限制社会冲突，其中军队控制权是有竞争的并且受到制度约
束；对社会任何组织的经济权利也是开放的，从而形成了非人际化关系。政治系统限制暴力使用的
权利，而经济和社会的权利开放则确保了政治系统的权利开放。

６．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冲突与制度的四维度模型。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Ｒｏｂ－
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２）提出了包容性（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性（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政治制度和汲
取性经济制度。在这一基础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５）提出了一个分
析不平等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应同时考虑不同类型制度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和这些制度的内生演
化。（１）政治制度决定了法定政治权力（ｄｅ　ｊｕ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政治制度也会与社会不平等一起影
响实际政治权力（ｄｅ　ｆａｃ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的分配，实际政治权力受到不同社会和经济群体的组织程
度的影响，决定了暴力的手段、集体行动、非正式约束等。（２）法定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共同决
定着经济制度，也决定着未来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变化。（３）经济制度会影响技术、劳动力技能
（ｓｋｉｌｌｓ）以及调节市场价格。（４）这些影响了本期的经济绩效以及未来社会不平等。

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是大部分国家的常态。在这一制度下，民众在政治上没有决
策权和表决权，使制度成为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工具；经济制度是由当权者、统治者或精
英人物制定出来，通过各种垄断手段掠夺生产者，造成生产性激励不足。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
经济制度是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的制度组合。包容性政治强调国家拥有真正的权威且广泛分配权
利并使其受到约束，当权者是民众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在包容性政治制度基础
上形成的，产权得到应有保护，自由进入市场且平等竞争，任何人都无法通过垄断获得超额利润。汲
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常在只进行了经济改革而未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中出现，包容性经
济制度是为了刺激生产而制定，不会从根本上触动精英群体的利益，而是为了能够使精英获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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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精英关系的等级存在于那种有强势精英组成的小群体，他们有过直接面对面的联系和经历，因而互相认识
（Ｎ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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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最后，不存在政治平等但经济权利不平等的组合，即不存在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
制度组合。然而，两位学者并没有给出从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变的门阶条件，他们认为转变
主要是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是明确了许多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汲取性制度，而包容性制度可能
会由于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或受到自然灾害等偶然因素的影响，使其退回到汲取性制度。

（三）如何协调冲突：国家的自主性与作用
既然制度变迁的目的是从冲突中造成秩序，那么制定制度的行为群体，即国家便是至关重要的。

国家的定义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描述：是一种垄断权利的组织（Ｗｅｂｅｒ，１９２１；Ｎｏｒｔｈ，１９８１；Ｌｉｎ，

１９８９；张五常，２００５；Ｆｕｒｕｂｏｔｎ　＆Ｒｉｃｈｔｅｒ，２０１０）；是一种多重稳定均衡的秩序（Ａｏｋｉ，Ｇｒｅｉｆ　＆ Ｍｉｌ－
ｇｒｏｍ，２００１）；是一个疆域，是个体居住的地方，也是实施者权利所及的范围（Ｂａｒｚｅｌ，２００２）；是通过互
相之间订立契约而产生的一个人格（或联合体）（Ｃｉｃｅｒｏ，１８２９；Ｈｏｂｂｅｓ，１６５１）；是保卫人民免受侵略，

保证社会内部公正，建立并维持公共机关，并对集团冲突的特征与结果起构造作用的复杂制度体系
（Ｓｍｉｔｈ，１７７６；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５）。

１．国家的自主性。学者对国家的自主性存在争议，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首先，国家中心论者
认为，国家应该不代表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它有着自己的目标和执行组织，应能够自主地引导或强
制社会执行其意愿（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５；刘圣中，２０１０；姚洋，２０１１）。而周雪光（２０１５）描述现代高度发
达的国家大多都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截然分开的，其不受基于家
族和恩惠等私人关系影响，在非人格化基础上对待公民，执行法律、任用官员和制定政策。其次，集
团理论和多元主义主张社会中心论，政治家有责任回应选民要求，但他们也有自己或代表其利益集
团的目标，而且在追求利益、优先获取信息等方面具有特权。而国家并没有完全的自主性，多边力量
的影响、参与构成政治秩序，把不同的利益集团“拉”入了政治秩序的舞台。国家只是提供了一个各
利益集团竞争的平台，利益集团在战场中竞相制定正式规则以谋取自己的利益（Ｎｏｒｄｌ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１；张
静，１９９８；何俊志，２００３；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２００９）。第三，法团主义则支持融合以上两种观点的
国家结构论，提出在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同时也承认处于国家之外的行动者对于政策过程的作用。国
家代表性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广泛的，它的自主力量能够平衡利益群体间的竞争（Ｈａｌｌ，１９９３；张静，

１９９８）。诺思在后期的研究中也提出，不应该忽略了支配联盟中精英间的内部动态关系是如何影响
到国家与大众之间互动的方式，但他也强调，目前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一致的、成系统的国家理
论，社会的治理结构可以进一步从组织复杂化的角度来描述（Ｎ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２．国家如何协调冲突。首先，国家要具备实质的统治权，其法律机构是合法和权威的，并且有独
立于精英组织的军队统一控制权，能够制止冲突并且惩罚暴力。法律机构必须长期运行且遍布整个
国家，国家需要投资于律师、法官及法庭其他志愿的训练；但最重要的是，法律机构必须被视为合法
和权威的，不仅在普通人眼中，而且在更有势力的精英眼中（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１１）。国家要维系统治权
威，必须尽可能地脱离精英组织的控制。无论在法律还是在军事，国家均有权力通过改变行为的代
价来制止冲突并且惩罚暴力（Ｎ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其次，在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开放权利，阻止政治系
统对经济利益的操纵，严格约束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寻租行为。解决冲突的方式是构建权利开
放秩序，通过支持永久性的非人际化关系，使经济体系中开放的权利阻止政治集团对经济利益的
影响和控制。在权利开放社会，租金会随着非人际关系化中的竞争迅速消散，这些经济和政治竞
争允许个体以各种目标形成组织，这些自由形成的新组织逐步消灭政治和经济租金（Ｎ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再次，国家屈服于限制其随心所欲的机制，有能力做出可信承诺，通过谈判平衡各群体间
的利益。国家建设和法治一直在相互制约中共存：一方面，统治者以法律的名义行事以提高自己
的权威；另一方面，法律可防止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做事，不能只顾及个人利益，还要考虑整个社会
的福利（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１１）。国家在拥有最高权力的同时，还要受制于法治的限制。制度应允许社
会公民因政府渎职、无能或滥权而将之取代，以保证谈判的可能性，通过公信力来解决重大问题
（Ｎ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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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探讨

目前，以冲突与协调视角分析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多以博弈及模拟分析为主，例如李红波
（２００７）、Ｈｕｉ　＆Ｂａｏ（２０１３）建立地方政府与农民征地冲突博弈模型；Ｊｅｓｓ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的政府、企业与
工会三方嵌套博弈以及Ｃｅｒｖｅｌｌａ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的社会群体冲突博弈模型等；而实证研究较少，且主要
集中在跨国研究（Ｓａｖｏ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前沿研究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研
究思路进一步刻画冲突与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Ｃｅｒｖｅｌｌａ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等学者提出了经济与政治制
度相互依存且内生均衡理论；杜玉申（２０１２）增加了意识形态影响政治和经济制度变迁长期趋势的机
制，形成了制度变迁的综合分析框架；Ｓｏｎｉｎ（２００３）、Ｇｒａｄ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７）等学者更详细的解释了经济和
政治不平等如何通过寻租影响制度变迁。二是关注制度中的权力问题。权力是追求自己意愿的能
力，影响他人选择集的能力以及影响偏好、信念和价值观的能力，而制度正是个体对他人施加权力
的基础（Ｓａｖｏ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１）的冲突与生产模型探讨了产权起源的过程；

Ｓａｆａｒｚｙńｓｋａ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２０１０）等人基于鲍尔斯的组群冲突理论，讨论个体或组群通过权力
行使机制（如罚款、奖励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制度和政策的演变。三是从国家或决策者的角度分析
冲突、寻租等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试图回答政治体制何时稳定，决策者什么时候倾向于改革等关
键问题。Ｌａｇｕｎｏｆｆ（２００８）认为，一个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取决于其与民众的选择是否动态一致，而制
度变革的动力来自于现行政体无法对未来做出有效承诺；Ｃｏａｔｅ　＆ Ｍｏｒｒｉｓ（１９９９）对关键问题的回
答是，从改革中获得的收益是否高于从利益群体寻租活动中获取的额外收入，将最终影响决策者
政治变革的决定。

正如Ｓａｖｏ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Ｓａｆａｒｚｙńｓｋａ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２０１０）等学者对当时该领域文献的评价，

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理论框架全面且准确的解释分配冲突、权力不平等与制度变迁间的演化关系。以
阿西莫格鲁为线索的理论框架研究中缺少对国家的解释，尤其是决策者的偏好和主观能动作用；权
力问题的相关文献更关注权力不平等及不同权力的表现方式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二者间的共演分析
相对较少；旨在解释国家行为的学者未能明确区分不同社会秩序中国家自主性差异，或将国家视为
具有单一目标函数（如获取更高收益）的组织。那么，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应该如何构建？或者说，

完整的理论框架应具备哪些特征？本文认为，它应当既包含利益群体也涵盖国家，整合自下而上和
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制度变迁；它应当关注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以更长期和更广泛的视角，分析不同
社会秩序下冲突的发生、冲突影响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协调冲突等。本文试图根据以上的特征对这一
框架进行探讨：国家的代表性不是单一的而应是广泛的，国家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保持一定的自主
性；同时也需要其他组织的合作和支持，积极协调各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当外部因素的变化以及现
存制度问题诱发了群体冲突时，利益群体通过认知评估，决定自己是否支持改变现存制度并构想新
制度安排；掌握信息、权力和资源较多，以及认知和谈判能力较强的群体将在冲突中获胜。制度是否
发生变迁，国家起着关键作用。权利限制秩序中，如果制度诉求会打破国家组织内部的稳定性，制度
变迁可能不会发生；权利开放秩序中，国家以平等和开放的原则来协调各方利益冲突；当宏观政治与
子系统政治中的冲突结果一致时，制度变迁发生。社会秩序转型是一系列复杂的、大型的制度变迁
过程，冲突既有可能使秩序从权利限制秩序转变为权利开放秩序，也有可能使其退回至低层次秩序。

然而，在真实的世界中，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如权力相对平等与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那些信
息、权力和资源多，以及认知和谈判能力强的群体是否对冲突具有相同的预期？他们一定会在冲突
中获胜，还是会主动放弃冲突而更关注生产？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大部分国家处于权利限制
秩序至开放秩序光谱两端的中间地带，在不断权衡自主性与利益集团合作的关系、群体利益和整体
利益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如何依据所处社会阶段为国家设定更真实的目标函数？是否存在一
个一般化的理论框架涵盖所有社会秩序中的冲突与制度变迁关系？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冲突既体现
在对抗行为上也反映在对抗意愿中，而制度变迁往往是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这两项关键变量很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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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与刻画，冲突与制度变迁间共演关系如何通过定量方法来检验，目前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国家内
部微观数据的支撑。

以上这些问题仍然很难回答，但本文认为，以冲突与协调视角分析制度变迁的思路可尝试应用于
对中国农地制度变迁问题的分析。２１世纪以来，中国治理在依法治国、民主决策、公共服务、政府问责、

政治透明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有了较大改进（俞可平，２０１４），并且在保持国家权力的至高位置不变的
前提下，以非正式制度和行为的适应性调节变化来应对不同领域、不同时间点的千变万化（周雪光，

２０１５）。然而，中国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利益，农民群体则是一个相对软弱无力的集团，它没
有组织化的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集合起来表达利益诉求（张静，

１９９８；闫威、夏振坤，２００３）。农地制度改革既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也是利益冲突的焦点，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对农村地区农业结构的限制以及集体土地产权未得到与国有土地平等保护，是城乡差距扩大、农
民未能共同富裕的主要根源（姚洋，２０１１）。同时，中国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
地大规模确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三项改革”、“三权分置”改革等，又在努力地不断协调社会矛盾冲突。

因此，针对中国农地收益分配冲突、冲突影响农地制度变迁等实践问题，可以进一步探索“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农民利益群体”的冲突与农地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做关于中国农地问题的实证分析。

五、结束语

生产与交换、掠夺与冲突既是人类谋生的两种重要形式，又是影响制度变迁两个不可分的重要
因素。冲突与协调从制度经济学创立伊始就是其研究主题。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都认
为，制度既关乎配置也涉及分配，分配冲突广泛地影响制度变迁。早期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并非只
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更是集体行动从冲突中创造利益的产物，制度的目的是从冲突中创造秩序。

后制度经济学进一步指出，市场内嵌于制度之中，效率的真正含义来自于制度，制度变迁不单是追求
更高的效率，还有一个权衡对谁有效率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初期承继新古典的静态分析方法，侧
重于效率研究，强调交易成本及相对价格变化等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随着对无效率制度长期存
续问题的不断探索，以及认知等概念和演化博弈方法的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也将群体冲突作为其研
究主题，并提出了制度变迁可由社会中相关资源不对等的变化来解释等重要观点。历史制度主义融
合了许多制度经济学思想，也运用演化分析方法、个体理性偏好假设等，分析利益集团的冲突问题，

尤其对制度变迁呈现的“间断均衡”状态研究有着较完善的分析框架。公共政策研究也采用这一思
路，研究冲突对政策的稳定和变迁的影响过程。

已有研究对为什么存在冲突、冲突如何发生、如何协调冲突等问题进行探索。首先，经济交易中
参与者总想尽可能地取多予少，但各方权力以及所处地位并不平等；市场的自然力量并不能解决这
些不平等问题，当制度的内在缺陷使其无法行使分配效应时，冲突便形成了。其次，目前解释冲突如
何发生的六个典型模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诺思的行动集团模型、奈特的分配冲突与制度变迁模型
及鲍尔斯的组群冲突与制度变迁模型，从自下而上的视角，以个体和组群冲突为分析对象，试图解释
外生变量（如分配不平等、相对价格的变化、技术的改变等）如何引发冲突，以及冲突结果对制度变迁
的影响等问题。奥斯特罗姆冲突的多层次制度变迁模型更倾向自上而下的视角，将集体行动与制度
层次和制度变迁连接在一起，旨在解决多层次嵌套制度中，组群冲突与制度变迁的内生性问题；诺思
的暴力与社会秩序模型、阿西莫格鲁的冲突与制度的四维度模型则以一个更长期、更完整视角，分析
人类不同社会秩序或制度组合如何控制暴力和冲突、社会转型的门阶条件以及冲突对政治制度和经
济制度变迁影响的机制问题。再次，国家协调冲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国家要具备实质的统治
权，制止冲突并且惩罚暴力；二是在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开放权利，阻止政治系统对经济利益的操纵；

三是国家有能力做出可信承诺，通过谈判平衡各群体间的利益。

前沿研究多以博弈及模拟分析为主，实证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跨国研究。研究思路有三种：

一是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刻画冲突与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二是关注制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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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问题；三是从国家或决策者的角度分析冲突、寻租等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但目前仍然没有一
个理论框架全面且准确地解释分配冲突、权力不平等与制度变迁间的演化关系。而且，研究中存在
不同情境下群体冲突选择、国家目标函数设定以及冲突与制度变迁的定量检验等难题。本文认为，
完整的框架应既包含利益群体也涵盖国家，整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制度变迁；关注社
会秩序的重要性，以更长期和更广泛的视角，分析不同社会秩序下冲突的发生、冲突影响制度变迁以
及制度协调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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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博 丰雷：制度变迁中的冲突与协调


